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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依据、现实动因与实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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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揭示了城乡关系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具有真理维度与价值维度

相统一的理论品格。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既是协调城乡关系的目标与方向，
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实践过程；不但需要生产力发展所奠定的物质基础，还需要生产关系变革

所奠定的社会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既根植于中国城乡失衡特征转

型与全球化曲折发展的时代背景，也取决于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多维变迁所积累的物质条件，更具有

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 积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助于将中国制度优势及时有效转化为治理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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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１］ ，这是党

中央继“统筹城乡发展” “城乡发展一体化”之后重构城乡关系的新一轮理论创新与实践安排，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国内外学界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 ［２］ 、理
论依据 ［３］ 、价值意义 ［４］ 、实施路径 ［５］ 等问题展开广泛探讨。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界对中国城

乡融合发展必要性的论证较为充分，但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驱动与实现条件的综合分析略显

不足。 为此，本文依据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从现实动因、物质条件和制度优势三个维度对

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展开系统探讨。 这对于我们明晰当前中国在城乡关系治理方

面的客观机遇与挑战，并将制度优势及时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一、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

城乡关系的发展演进问题是唯物史观探讨的重要议题。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要经

历从“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 ［６］ ，到“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 ［７］５２０，直至“城

乡的融合” ［７］６８９的历史进程。 城乡融合发展建立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生产关系的系统变革基

础之上，并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指向，具有真理维度与价值维度相统一的理论品格。
（一）城乡关系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城乡的融合”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的城乡关系演进大体经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 ［６］ 阶段。 城市和乡村的产生都是生产力和

分工发展的产物。 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

市” ［８］ ，但受限于生产力发展，农业劳动与手工业劳动并不分开，城市与乡村并无太大差别，呈
现出“城市乡村化”的样态特征。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分工的不断细化，“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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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 ［７］５２０，城乡关系进入第二阶段即

“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 ［７］５２０阶段。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乡分离的矛盾尖锐到对立的

状态，不仅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域特征、产业形态与群体生存状态的差异，而且表现为城市统治农

村、“农村从属于城市” ［９］３６的基本城乡格局。 由于人口和产业分布不均衡造成大城市环境污

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与乡村地力耗竭、经济衰退等“乡村病”同时并存的社会病症。
第三阶段即“城乡的融合” ［７］６８９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

的范围内才能存在” ［７］５５６。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城乡对立的状况已经

越来越不适合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城乡融合也必将取代城乡的分离与对立。 城乡融合不仅是推

动城乡关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实践过程。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指导，不断推动城乡关系的调整与创新，从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上提出的“城乡必须兼顾” ［１０］ ，到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顺应科技发展和生产社会化需

要的农业“第二次飞跃” ，再到 ２１ 世纪以来的“城乡统筹” “城乡发展一体化” ，以及党的十九大

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 ，都具有明确的问题应对意识，即针对不同时代的客观情况，逐步推动

城乡关系调整在新的基础上不断优化。
（二）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系统变革

生产力发展提供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关系变革提供的社会基础是城乡融合的必要条件。 从

生产力维度看，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农业发展、大工业发展、科技进步、不同产业的交叉融合以及

生产力平衡分布奠定的物质基础。
第一，城乡融合发展需要以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基本前提。 “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

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 ［７］５５７。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

为其他产业发展提供基本条件，同时也释放出部分剩余劳动力，推动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聚集，
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并为城市的发展和壮大奠定基础。 工业的繁荣与城市的发展又“聚集

着社会的历史动力” ［１１］ ，一方面，城市规模的不断壮大、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吸引各类资源的

汇聚，发挥了规模集聚效应，推动了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劳动者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社会生产的

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的繁荣也使农业摆脱了中世纪的最初的粗陋状态” ［９］２２２。 繁荣的城

市为乡村提供了日益壮大的产品销售市场及农业发展所必需的科技支撑，为农业生产率的提升

奠定基础。
第二，城乡融合发展需要以产业交叉融合为有力支撑。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把农业和工

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９］５３，城乡的生活方式各有优势，工农的生产方式互为补

充。 将城乡、工农的优点结合起来，既有助于保护并利用合理生产发展所必需的各类自然资源，
减轻环境污染，也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 毛泽东继承工农结合思想，在 １９４９ 年指出“必须使城

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 ［１０］ 。
第三，城乡融合发展需要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重要杠杆。 科学技术的改善、交通的便利，

“如果说在最初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必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１２］ ，
因为科技的应用不但有助于提升城乡劳动生产率，还有助于密切城乡产业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邓小平同志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１３］ ，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对于促进城乡劳动生产率提

升具有基础性作用。
从生产关系维度看，城乡融合发展需要消灭造成城乡分离与对立的私有制基础。 由于资本

主义私有制的存在，资本剥削和资本扩张逻辑的客观存在和现实运动导致城乡地域的分离表现

为“农村从属于城市” ；城乡群体的分离表现为“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形成一种

矛盾对立的紧张状态。 要“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 ［７］６８９，就迫切

需要“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 ［１４］３１３，通过“实行强制性的干

涉” ［９］５２以废除私有制，避免生产发展所必需的人的要素与物的要素在城乡之间不均衡流动，避
免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以改变城乡劳动者畸形发展的状况。

５９

第 ５ 期 徐宏潇 　 　 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依据、现实动因与实现条件



（三）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取向：“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不但揭示了人类社会城乡关系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而且指明了

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在于“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

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 ［７］６８９。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城乡的分离与对立造成了城乡

劳动者分别成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和受局限的“乡村动物” 。 因为无论是城市劳动者还是乡

村劳动者，“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 ［１４］３０８。 在

此条件下，“不是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 ［１４］３０８。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
本逻辑所推动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

的” ［１１］ ，在城市和乡村分别表现为“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 ［１１］ 。 针

对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关系领域存在的以上矛盾和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未来社会要消除旧

式分工，推动城乡关系由对立向融合转化。 而城乡融合发展更深层次的目标指向在于消除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束缚，“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７］６８９，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

社会财富。 中国共产党人秉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立场，将促进城乡居民的共同富裕

作为崇高的奋斗目标和一贯的价值追求。
（四）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理论品格：真理维度与价值维度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具有真理性与价值性高度统一的理论品格。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

城乡关系理论客观揭示了城乡关系发展演变的规律和趋势，强调城乡融合取代城乡分离与对立

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决定的客观必然的历史规律。 城乡融合既是未来人类社会城乡

关系发展的理想形态，也是否定城乡关系分离和对立状况的现实运动，具有明确的实践性特征。
这就提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但是可以通

过协调城乡关系的实践探索来推动城乡融合目标的分层次、分步骤实现。 中国共产党人遵循城

乡关系发展变迁规律，推动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发展，既注重通过生产力层面的

物质技术进步，也注重通过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创新来推动城乡关系的发展和完善。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具有明确的价值指向，即通过城乡融合发展，“使社会

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７］６８９。 新中国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启动现代化，作为要素极端

短缺的发展中国家，从国家安全、独立发展的大局出发，通过计划管理的形式保证生产要素由乡

村向城市、由农业向工业流动，尽快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与合理

性，但也因此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固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破解城乡

二元结构，从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到 ２１ 世纪初明确 “城

乡统筹发展” ，不断增加“三农”领域投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到党的十八大将“城乡发展一体

化”摆在破解“三农”难题的突出位置，不但明确“强农惠农富农”目标，而且通过教育、社保、户
籍等一系列制度调整，将城乡居民共享现代化成果逐步落实；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

略，着力解决城乡失衡困局，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以便“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 ［１５］ 。 这是一脉相承并在新的历史起点不断优化、调整和创新的过程。 真理维度与价值维度

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我们科学分析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并科学把握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动因与实现条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迪。

二、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动因：城乡失衡特征转型与全球化曲折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致力于通过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增加支农投入力度等方式破解城乡

二元结构，有效推动了城乡要素的交流与互动。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计划经济延续性影响的“老”
城乡失衡问题有所缓解，但是要素下乡以来的“新”城乡失衡问题依然突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城乡失衡特征转型的国内形势与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国际形势，成为提出城乡融

合发展的时代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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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层面：城乡失衡特征转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城乡失衡呈现转型趋势和最“新”特征。 这些趋势特征与中

国宏观经济发展形势高度相关，给协调城乡关系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
第一，城乡要素流动双向化，但要素流动结构性失衡问题仍然突出。 ２００５ 年，中央作出新

农村建设战略部署，农林牧渔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连年增加，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累计投资超

过 １５ 万亿元，详见图 １。 国家支农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也带动了城市工商资本、各类人才下乡寻

找创业创新机会。 城乡之间呈现出人才、资金要素流动日趋双向化的可喜变化，但是要素流动

并不均衡。 从人才要素的流动看，近年来下乡双创人数虽有明显增加，但是与农村外出务工劳

动者数量相差依然悬殊。 此外，资金、土地要素流动也呈现出地区性结构失衡特征。
第二，城乡居民需求多样化，但产业发展响应多样化需求的能力仍然滞后。 城乡居民对农

业农村的需求伴随着自身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拓展。 城市居民对农业农村

的需求不仅体现在基本食物需求上，而且增加了食品安全化、健康化，以及休闲观光、生态旅游

等多方面的服务性需求。 乡村居民对农业农村的需求不仅体现在栖身的基本生存需求上，还体

现在通过土地流转、农产品深加工、三次产业融合等方式增加收入的经济需求上。 目前，三次产

业的发展尚不能充分适应中国城乡居民需求的变化。 如农业工业化使农业化学品的投入呈继

续增长态势 ［１６］ ，这造成了中国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无法满足城乡居民对

于绿色农业和美丽乡村的需求。
第三，城乡产业发展联动化，但融合方式趋同化问题仍然明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快速

推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农村休闲旅游产业发展迅速，但从三次产业融合的方

式来看，以农产品加工业和休闲旅游农业为主，产业融合深度不足，融合方式趋同，同质化竞争

激烈，不少地区缺乏具有本地特色的融合方式。

图 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中国农、林、牧、渔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二）国际层面：全球化曲折发展带来的契机与风险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演进是深刻根植于全球发展格局变迁与调整的历史进程之中的。 全球

化的深入发展，使中国与世界各国日趋紧密联系起来，中国城乡关系转型愈加难以摆脱全球化

进程而独立前行，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机遇与挑战，也对中国城乡关系调整带来了愈益深

刻的影响。
一方面，全球化深入发展及跨国资本的全球强势流动迫切要求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加

入 ＷＴＯ 之后，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全球农产品和农业产业竞争的压力既形成对中国传统农业

的强烈冲击，也成为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助推器，更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器。 由于

中国人地关系紧张，户均耕地面积不足 ７ 亩，农业超小经营规模妨碍农业科技的应用与规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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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形成。 相比之下，美国的户均耕地面积约为中国的 ４００ 倍 ［１７］ ，便于农业科技的规模化应

用，具有科技优势、规模优势和价格优势。 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粮商凭借强大的

资本实力，渗透到农作物产供销全链条，“ＡＤＭ、邦吉、嘉吉、路易达孚等四家大跨国粮商控制着

世界 ８０％的粮食交易量” ［１８］ ，发达国家资本与技术的“合谋”加剧了对中国农业的冲击，导致中

国部分农产品对外依存度较高。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只有通过延长产业链、加速三次产

业的融合与互补，才有可能阻挡跨国资本的冲击，并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全球化发展遭遇挫折及“逆全球化”浪潮汹涌迫切要求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数量日益增多，方式日趋多样，程度日渐加深。 美国挑

起的中美贸易摩擦，短期来看，给中国带来部分进口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压力。 由此，部分以进口

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相关产业面临生产成本上升的较大挑战。 长期来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

国际形势迫切要求中国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以本

国利益为核心，奉行双重标准，给中国粮食安全、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及全球竞争力的提升带来

极大压力。 例如，美国在给予农户高额补贴的同时，指责中国政府农业补贴超标。 ２０１６ 年美国

向 ＷＴＯ 提起诉讼，指责中国向小麦、大米生产者提供“黄箱”补贴，超过《农业协定》 的标准。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ＷＴＯ 作出支持美国申诉的一审裁决，形成对中国农业补贴政策调整的外在

压力，这不利于中国小规模经营农户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其发展状况关涉

工业、服务业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面对自然资源相对紧张的内部国情与全球化曲折发

展的外部风险，中国唯有加速调整城乡、工农关系，加快提升三次产业关联度和融合度，延长农

业产业链，优化农产品品质，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为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提供精

准支持，才有可能应对全球资本强势流动及“逆全球化”的影响和冲击，保证城乡经济高质量发

展目标的实现。

三、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条件：物质基础与制度优势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揭示了城乡融合由愿景到现实的转化，这既离不开生产力发展所

奠定的坚实物质基础，也离不开生产关系变革所奠定的社会基础。
（一）城乡融合发展的物质基础

从生产力维度看，中国城乡关系的演进既直观体现于城乡居民物质生活状况的变化，也深

刻根植于城乡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进程，还与中国宏观城乡经济社会格局的变革高度契合。
第一，城乡居民物质生活大幅改善。 改革开放 ４０ 余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镇

人口数量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７ 亿人增长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８．４８ 亿人。 伴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

提高，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４０５ 元、１３８ 元提升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８０６３ 元、
１３３２８ 元①。 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水平协调程度显著提升，具体表现在经济生活层面和

社会生活层面。 从经济生活层面看，２０１０ 年之后，随着国家支农惠农力度不断加大，以及减轻

农民负担的举措逐步落到实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２０１０ 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同比增长连续 １０ 年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倍差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２３ 下

降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６４②，这奠定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物质基础。 从社会生活层面看，信息通信技术

的飞速发展，为城乡居民平等享受公共资源提供了便捷条件。 ２０１８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电

信服务质量的通告》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８ 年第三季度末已有 ９６％的行政村铺设光纤，以此为基

础，乡村网民数量大幅度增加。 宽带不断提速降费，使城乡居民能够以较低成本实现即时通信，
为城乡居民构建了均等享受文化、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便捷平台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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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城乡产业交流互动增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城镇化的发展与

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双向互动的效应。 一方面，产业升级带动中国城镇化率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７．９２％提升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６０．６％（常住人口）①，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为促进城乡产业的交流

与互动创造了条件。 同时，中国所有制结构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不断调整，这
不但促进了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也有效活跃了城乡非公有制经济，带动了三次产业的

融合发展。 为顺应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及农民务工收入不断提高的趋势，２０１４ 年中央

提出了在坚持农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 “三

权”分置改革为城市各类人才、企业进入农业提供了农地流转的便利条件。 ２００７ 年，家庭承包

农地流转面积仅为 ６３７２ 万亩，仅占总面积的 ５．２％。 ２０１７ 年底，农地流转已经达到 ５．１２ 亿亩，
占总面积的 ３７％。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全国农业产业化组织的数量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８ 万个，迅
速提升到 ２０１６ 年底的 ４１ 万个。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受农业产业化组织带动辐射的农户数量达到

１．２７亿户②。 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农产品电商等产业融合的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 根据

农业农村部测算，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农村产业融合使订单生产农户的比例达到 ４５％，经营收入增加

６７％” ［１９］ ，仅 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 “ 乡村旅游接待 １６ 亿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４２００ 亿元，同比增

长 １５％” ［２０］ 。
第三，城乡经济社会格局变化。 改革开放 ４０ 余年来，城乡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中国

社会生产落后的状况，奠定了重构城乡关系的物质基础。 然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

以及城乡居民整体公共资源占有数量和质量的差异则直观刻画了经济和社会层面城乡发展不

平衡的现实状况。 同时，随着渐进的市场化改革，国家加大支农力度并推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城乡之间的发展呈现出城乡居民权益诉求“均等化” 、三次产业关联“紧密化” 、农村发展需求

“多样化”趋势要求，与城乡居民资源占有“不平衡性” 、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性” 、城乡居民享

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水平“差异性”之间的张力结构，这成为新时代中国主要矛盾变化在城乡

关系领域的现实写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２１］ 。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在城乡关系领域所呈现的诸多张力关系不仅涵盖总量与人均量之间的张力关系，也包含整

体和局部，以及部分之间的张力关系，还包括结构与功能不匹配的张力关系。 特别是随着中国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与乡村成为越来越紧密的“城乡命运共同体” ，城乡

融合发展的功能定位并非仅仅体现在“促增长”层面，而更多体现在“保质量”层面。 高质量发

展体现在城乡地域发展的平衡性、三次产业发展的协调性以及城乡居民享受“增长红利”的均

衡性方面，即在更高物质起点之上推进更高水平的城乡均衡发展。
（二）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优势

从生产关系维度看，社会主义中国将超越资本逻辑，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诉求，具备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由理论追求向实践转化的制度基础与制度优势。
中国具有规制资本、促进城乡平等共建的制度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

的大视野中审视自身在“资本时代”和“世界市场”中的定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事实上，
城乡关系发展与资本作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资本“文明”作用的充分发挥，
促进了城乡之间的密切联系，推动了城乡地域、产业、群体的交流与互动。 下乡资本推动中国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使农民经济收入增加。 但另一方面，资本“野蛮”效应随着资本的引入

同时被激活，城市工商资本下乡为追逐利益而侵犯农户利益、过度攫取自然资源导致农业负外

部性突出的问题也同时显现。 特别是，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及全球化进程曲

折迂回的国际背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既要充分利用资本的“文明面” ，又要有效规制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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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面” 。 从制度条件看，宪法秩序层面明确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地位，以及实践层面

中国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奠定了规制资本的制度基础。 城乡协调发展在规制资本方

面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 农地确权登记颁证、加强对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监管、坚持农

地集体所有基础上的“三权”分置改革、集体经营性资产的股份合作制改革等措施，严格规范了

城市工商资本，构建起规制资本以保护农民权益的法律和政策制度屏障。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
防控和加强农业环保督查、严控农业用水总量、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督查农地“农用”等措施，
构建起规制资本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制度屏障。

中国具有促进共同富裕，推进城乡平等共享的制度优势。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在城乡关系领域集中体现为将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价值目标。 城市与乡村虽然在自然条

件、社会环境与经济特征方面存在诸多的差异性，但是在享有基本权利、发展机会以及增长红利

方面不应当存在差异，这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 应该正视的是，造成中国城乡发展失

衡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既有计划经济延续性的历史影响，也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影

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在全球化曲折发展过程

中“做好自己事情”的理性选择，也是发展本身的内在目标与价值追求。 从制度条件看，“公有

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制度为确保城

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了制度保障。 从现实举措来看，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农民转移净收

入的年均增速超过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 这意味着近年来政府的保护支持政策发挥

了重要作用，并成为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推动力量” ［２］ 。 在农村，强化农业农

村领域的保护扶持政策，通过对承包地、宅基地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实施精准扶贫等举措，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更快发展以及农民收入更快增长。 在城

市，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２２］ ，完善城乡市场经济

体系以促进城乡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双向流动等措施，有效发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

村的积极作用，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宏观统筹等方面的制度优势，有助于城乡共同富裕目标

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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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２０１９（１） ：９６－１０３．
［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８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３１．
［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４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８２．
［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２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０］毛泽东选集：第 ４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４２７．
［１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５７９．
［１２］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０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５００．
［１３］邓小平文选：第 ３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７４．
［１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９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５］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Ｍ］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８．
［１６］王晓毅 ．生态文明话语下的乡村振兴［ Ｊ］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１８（５） ：４２－４８．
［１７］韩长赋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Ｊ］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９（１） ：４－１６．
［１８］周伟，Ｍａｔｈｉｅｕ Ｂ，吴先明 ．农业跨国公司垄断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１６，１６（３） ：８４－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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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农业农村部就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举行发布会［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８－ ０６－ １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８－０６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９８９４０．ｈｔｍ＃１．

［２０］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稳中向好［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８－０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８
－０８ ／ ０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１１２２２．ｈｔｍ．

［２１］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Ｎ］ ．人民日报，２０１３－１２－２５（０１） ．
［２２］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Ｍ］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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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ＸＵ Ｈｏｎｇｘｉ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ｕｔｈ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 ｎｅｇ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ｎｅｅｄ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ｌａｉ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ｌａｉ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ｒｔｕ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 －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ｍｏ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ｓｙｓ⁃
ｔｅｍ．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ｌ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ｔｏ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 －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Ｕｒｂａｎ －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０１

第 ５ 期 徐宏潇 　 　 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依据、现实动因与实现条件


